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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社会背景因素和风险感知为切入点，对大学生新冠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进

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作为风险信息源的风险资讯和搜索互动 2 个社会背景因素，对风险感知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

为坚持性分别具有显著负向和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将疫情防控预防行为界定为预防行为和锻炼

行为双变量进行考察，可以探究双变量受社会背景与风险感知不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及效应，提示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过程中需要在行为策略上提供更科学的细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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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social background factors and risk perception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for college students.The results show that two social 

background factors namely risk information and search interaction as the source of risk information, had a positive 

effect on rick perception significantly; risk perception had a significan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the sense of control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and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ersistence in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respectively. The study holds that defining the preventive and 

controllable behavior of COVID-19 as bivariate including preventive behavior and exercise behavior to investigate, 

could explore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bivariate affected by different factors from social background and risk 

percep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course of regula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or COVID-19,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more scientific and subdivided guidance and instructions on behavior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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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不到 1 年

的时间内蔓延世界，全球 100 多个国家(地区)因新冠

肺炎疫情采取了前所未有的疾控预防措施，包括封城、

停航停业、禁止公共集会、推荐疾控预防行为等。虽

然大多数国家采取严格的防控措施，但新冠病毒变异

毒株的出现以及季节变化等因素，许多国家出现了比

第一波更为严重的疫情暴发。疫情初期，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

防指南汇编”[1]，防控预防指南推荐行为包括：减少到

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活动，外出佩戴口罩，随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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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卫生，注意营养、适度运动等。其中，“注意营养、

适度运动”作为“保持健康习惯”被列入推荐行为。

实践表明，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效果主要取决于公众

对疫情防控推荐行为的遵从意愿和预防行为的坚持。

有研究指出，在疫情发展初期人们为防止受到感染，

能够遵循推荐行为且在一定程度上比较配合，但随着

疫情发展对预防行为产生厌烦和抵触甚至是抗拒情

绪。因此，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公众预防行为的坚持性

成为当前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关于

新冠疫情的研究大多是作为对疫情的快速反应开展

的，而以社会背景因素与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和锻炼

行为坚持性的研究较少。此次疫情的长时间迁延及局

部出现反复态势，为风险感知与预防行为坚持性的预

测提供一个可供深入研究的独特而真实的社会场景。

尽管新冠疫苗的研发和应用已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战

胜疫情的曙光已然初现，但从人类进入 21 世纪短短

20 年时间内，经历 3 次相关呼吸系统综合征大流行的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角度而言，“新冠疫情不会是最后

一次大流行”[2]。因此，本研究可为面临类似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风险沟通和行为应对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1  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1.1  风险感知 

风险感知主要研究人们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情感

和认知反应，探索风险感知的各种因素以及这些特定

背景下因素是如何与态度和预期行为相关的。风险感

知很早就被关注和研究，随着 21 世纪两件重大社会风

险事件的突发，即 2001 年“9.11”事件和 2003 年 SARS

冠状病毒疫情，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感知研究

受到多学科高度关注并得以迅速发展[3-4]。 

在过去 20 年间相继出现 SARS 冠状病毒疫情和

H5N1 以及 H1N1 相关呼吸系统综合征的大流行，使得

多种理论及模型被应用于风险感知研究，包括健康信

念模型、动机保护理论、理性行动理论和计划行为理

论等[5]，这些理论从各自核心观点出发解释风险感知与

预防推荐行为的关系。涉及到人们健康行为改变的核

心预测因子主要包括：感知到的威胁严重性，即个人

感受到风险威胁的严重程度；感知易感性，即是否很

可能患上某种疾患；感知到的威胁脆弱性，即个人感

知到威胁后，自身应对能力大小的评估；感知到的自

我效能，即对于自己有能力采取保护行为的信心。这

些预测因子在应对健康风险的研究中大部分被认为是

有效的。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这些理

论主要关注风险感知如何影响行为，而对于风险感知

最初是如何形成的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6]。 

Prati 等[7]应用社会认知模型对风险感知与疫情防

控推荐行为关系进行相关研究，通过对健康行为理论

概括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模型整合，将风险感知和社

会因素作为影响推荐行为的关键决定因素，模型包括

感染的可能性、感知的严重性等经典风险感知预测变

量，同时在社会背景因素中，考虑到新闻媒体风险资

讯对预防行为影响的增值作用而将其纳入模型。事实

证明，新冠疫情对生命和健康的威胁形成了人们的风

险感知，而风险感知又会影响人们的应对策略和行为

改变，由此提出假设 H1：风险感知受社会因素影响并

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有正向影响。 

1.2  控制感 

控制感是关于个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预期社

会结果的信念[8]。控制感也是一种基本心理需求，对个

体的应对方式、行为和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与预测

作用。控制感的满足可以消解生活压力和保持心理弹

性，有多项研究证实控制感与抑郁和焦虑呈负相关；

较强的持续控制感对行为有更积极的影响以及有助于

获得更高的生活满意度，而较低的自我控制水平与一

些消极的生活结果相关[9]。在风险感知领域的研究中，

发现控制感显著负向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

为控制感 2 个维度的初级控制与次级控制在不同时间

点对 PTSD 的影响中发挥不同的调节作用[10]。在食品

安全事件的风险感知及应对行为中控制感越高，产生

抵制应对行为的可能性越低，相反产生积极应对行为

的可能性越高[11]。在新冠疫情全球健康危机中，疫情

大流行期间的适应力可能会因个人控制感以及如何管

理恐惧和焦虑而有所不同。除了对感染新冠病毒的恐

惧外，无法进行日常锻炼和被迫改变行为模式可能会

导致个人感觉对日常生活的控制力减弱。尽管疫情大

流行继续威胁生命并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但人们有

可能适应疫情并保持积极心理的旺盛感。研究表明，

控制感有助于调节个体对新冠疫情的恐惧，通过影响

旺盛感提高日常生活参与度，同时控制感在疫情风险

恐惧与旺盛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12]。 

控制感在预测风险威胁性时与风险感知形成方向

相反的作用，控制感越高往往会产生风险否认而较少

采取风险应对预防行为。但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疫情

控制一直稳定有序进行，具有较高控制感的人可能较

多进行积极预防的锻炼行为。因而，在考察风险事件

时间跨度很长的过程中，控制感可能对预防行为和锻

炼行为坚持性有很好的预测作用。由此，提出假设 H2：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坚持性有负向影响，对锻炼行为坚

持性有正向影响。 

1.3  风险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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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险感知的角度而言，新冠疫情大流行也成为

信息大流行，而作为风险信息源的风险资讯的作用至

关重要，因为它们强烈影响公众舆论[13]。研究证实了

媒体对风险感知及预防行为的作用，即在全球新冠大

流行期间，公众依靠媒体传达的准确信息以便作出相

关健康保护行为的决定[14]。媒体可以潜在影响公众对

健康危害的看法，通过对疫情进展多方面的追踪与分

析，在分析与告知人们严重危害和风险方面处于独特

地位。此外，媒体资讯还影响个人对政府和疾控预防

部门在应对疫情威胁方面是否具有成效的看法，从而

影响个体在社会环境中采取的应对行为[15]。互联网已

经成为各种媒体渠道和信息的来源，包括官方网站、

社交网络等[16]。Wang 等[17]研究发现，超过 90%的被调

查对象从互联网获得新冠信息，包括新冠的传动路线、

药物和疫苗可用性和有效性、旅游建议、海外新冠控

制经验、各国病例数与位置以及新冠预防建议。由此，

提出假设 H3：风险资讯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

响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

产生影响。 

1.4  搜索互动 

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个体对人和事件的理解与评

价受到情境背景的极大影响[18]。社会认知理论强调认

知塑造了个人感知和应对风险的方式，同时已有研究

还强调“社会环境会影响行为改变的程度和速度”[19]。

当今互联网广泛普及的社会背景因素对风险感知的影

响，比起以往任何年代对这种塑造的作用都产生更为

深刻的影响。疫情期间我国大众主动获取疫情相关风

险资讯的意愿强烈。据人民网研究院与百度联合发布

的疫情大数据指数显示，用户通过百度搜索与浏览新

冠肺炎相关信息的频率日均超过 10 亿人次。在具体内

容方面，疫情最新进展、疫情地图、武汉肺炎最新消

息、疫苗研发等关注度最高，占总搜索量的 24%。防

疫相关知识包括口罩的使用、如何区分新冠肺炎和流

感、收快递是否会感染病毒等主题，排在第 2 位，占

总搜索量的 20%。每天 10 亿次的海量搜索，反映人

们对疫情的空前重视与关注。疫情期间大众浏览最早

上线的丁香园疫情地图，不到 10 个月的时间就超过

44 亿人次，同时大多数国家均出现在线搜索的突增高

峰[20]。Utunen 等[21]调查发现，在疫情爆发的前几个月

最大的流量来源是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70%的人口

每天至少关注一次或多次冠状病毒新闻[22]。在疫情出

现反复期间，人们更为关注新冠疫苗研发、新冠变异

毒株、冷链病毒携带、进口水果出现病毒等相关资讯。 

疫情期间国外公众主要通过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

息，2020 年 4 月在受病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Facebook

所有通讯服务的使用都增加了 50%以上，语音和视频

通话在同一时间内增加了一倍[22]。近年来研究强调社

交媒体的重要性，在危机事件期间社交媒体使用增加

并继续呈指数级增长。社交媒体为人们提供一种未经

过滤的、最新的交流方式和危机中的情感支持，人们通

过社交媒体交流最新疫情资讯和有效应对方法，交流自

身的应对经验并表达对亲朋好友的关心、担忧等[23]。风

险资讯搜索与社交互动是疫情防控期间紧密联系的过

程，可将其并称为“搜索互动”。由此，提出假设 H4：

搜索互动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响并以风险感

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坚持性产生影响。 

1.5  媒体信任 

风险资讯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人们对媒体的信任程

度，可信度高的媒体向公众提供信息可以有效促进他

们采取适当的健康保护行为，可见对媒体的信任有望

对预防行为的采纳产生积极影响。有研究指出，人们

认为广播新闻和报纸比社交媒体更可信。面临风险时

人们信任的媒体成为避难媒体，在感受风险威胁的时

刻会回到这里寻求信任[24]。由此，提出假设 H5：媒体

信任对风险感知和控制感有正向影响并以风险感知为

中介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产生影响。 

通过梳理风险感知相关文献，本研究提出基于疫

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的风险认知综合模型，对大学生

疫情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进行实证研究。模型

构建思路与以往研究有较大区别。首先，在社会背景

因素方面，此次新冠疫情处于互联网高度普及的社会

背景下，互联网 3 大基础应用用户分别达到即时通信

用户规模 8.96 亿、网络新闻用户规模 7.31 亿、搜索引

擎用户规模 7.50 亿[25]。因此，风险资讯、搜索以及社

交互动可能成为影响风险感知的核心社会背景因素。

其次，此次新冠疫情较之以往相关呼吸综合征，无论

是从事件的时间跨度或是疫情的反复性而言均更为复

杂，处于这种背景下考察预防行为坚持性研究较少。

再次，以往对疫情预防行为的研究中主要将预防行为

作为综合变量进行评估，本研究将预防行为划分为双

变量，可以更全面考察两种行为坚持性的影响途径及

不同特征。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样本与来源 

采用问卷星对两所大学共 23 个学院的在校大学

生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中旬。在问卷

调查工作之前，对所有参与调查的人员进行培训，明

确操作流程。调查过程中，让受试者回顾疫情开始至

当前的行为状况并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 629 份，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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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83 份答题缺失、答题出现前后矛盾的问卷，实际回

收有效问卷 546 份，有效回收率 86.8%。 

2.2  变量与测量 

所有的变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评分，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表示“完全同意”。通过内部

一致性系数(cranbach's alpha，α)、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组合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CR)对变量的信度与效度进行检验，各项指

标的检验及标准范围为α≥0.55、AVE>0.50、CR>0.70。

风险感知变量和风险感知的“控制感”变量来源于“新

冠肺炎疫情风险感知量表”[26]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公众风险认知量表”[27]，两个量表的研制具有理论基

础的同源性和应用领域的一致性。“新冠肺炎疫情风险

感知量表”基于 Slovic 风险感知心理测量学模型、情

绪感受(经验)和认知判断(理性)的双过程(dual-process)

理论模型，以及 Howard 等发展的健康威胁自我调节

模型进行开发。以“直觉感受”“认知判断”“心理表

征”进行构建，量表具有优良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结

构效度和效标效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风险认知

量表”的编制基于风险认知及心理测量范式、健康信

念模型、保护动机理论等风险认知影响因素，对风险

感知的测量由疫情严重性、可控性、健康影响严重性

和可能性 4 个维度构成。 

风险感知采用 3 道题项进行测量。“感染的风险担

忧”变量主要观察直觉判断，测量题项为“担心感染

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变量主要观察认知判断，

测量题项为“觉得自己容易感染新冠病毒”；“疫情严

重性”变量主要观察警觉判断性，即认知与感受的心

理表征，测量题项为“新冠会对身体造成非常严重的

影响”。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8，平均方差提

取值 AVE 为 0.73，组合信度 CR 为 0.89。风险感知的

“控制感”采用 2 道题项进行测量，分别为“新冠疫情

防控状态下我所处的生活环境安全”“我相信新冠疫情

防控有很好的效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62，

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70，组合信度 CR 为 0.53。 

风险资讯、搜索互动、媒体信任参照以往流感大

流行 Ángeles[22]和 Fraustino[23]的相关研究进行条目编写

和测量。 

风险资讯的测量题项为“我关注新冠疫情新闻报

道”“我关注病毒变异及防护相关知识”“我关注疫苗

研发进展”。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1，平均方

差提取值 AVE 为 0.64，组合信度 CR 为 0.84。搜索互

动主要测量使用搜索引擎的习惯与频率，获取风险资

讯的信息通道，社交媒体使用的情况及互动主题，测

量题项为“我习惯每天搜索疫情相关资讯”“我经常与

朋友交流疫情相关信息”。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77，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5，组合信度 CR 为

0.78。媒体信任主要测量对各类媒体包括主流媒体、

门户网站、自媒体、朋友圈等相关新冠疫情信息的信

任程度，测量题项为“我相信主流媒体的疫情资讯报

道”“我相信广播电视的疫情资讯报道”。变量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α为 0.74，平均方差提取值 AVE 为 0.61，

组合信度 CR 为 0.75。 

预防推荐行为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公众预防指南汇编”。本研

究对预防推荐行为采用双变量划分，“预防行为”来源

于防控预防指南的第 1 和第 2 部分，概括为“戴口罩、

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交距离”。“锻炼行为”来源

于防控预防指南的第 3 部分“保持良好卫生和健康习

惯”推荐的“注意营养，适度运动”[1]。测量题项为“疫

情防控期间我坚持戴口罩、勤洗手、不聚集、保持社

交距离”“疫情防控期间我保持锻炼习惯，每周锻炼 3

次及以上”。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 0.80，平均方

差提取值 AVE 为 0.68，组合信度 CR 为 0.81。 

2.3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采用 AMOS 22 软件，选择最大似然法对假设模型

进行参数估计。根据模型拟合的修正指标对模型进行

适度修正。模型修正过程中，逐条删除潜变量之间未

达显著性的假设路径。同时，模型修正合理释放测量

误差项 e18 和测量误差项 e19 的协方差，通过增列这两

项测量误差项间的协方差可减少卡方值统计量[28]。修

正后的模型，所有路径均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

(P<0.05) 。 整 体 模 型 的 主 要 适 配 度 指 标 情 况 ：
2χ /df=2.730，RMSEA=0.056，CFI=0.959，GFI=0.944，

NFI=0.938，RFI=0.918，可见整体模型拟合较好。 

 

3  结果与分析 
通过模型的整体拟合和修正得到最终模型(见图 1)，

各变量之间的箭头指向反映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而

路径系数则反映各变量之间预测关系的影响程度，即

系数越大，影响越显著。最终模型显示，本研究提出

的 5 个假设得到部分验证。每个假设得到部分验证的

主要意义在于：变量之间影响关系的总体方向和影响

作用的显著性得到进一步明确。结构方程在处理各变

量关系方面的优势在于可以对所有变量进行同步估

计，这是其优于回归方法之处。以 H1 为例，原假设

风险资讯以风险感知和控制感两个变量为中介间接影

响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同时，风险资讯还直接影响

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在同步估计这些变量的相互作

用时，模型估计支持风险资讯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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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同时，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

锻炼行为具有直接预测作用。原假设风险资讯以控制

感为中介影响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路径未通过检验

而被删除，因而凸显风险资讯对风险感知的预测作用

以及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的直接影响(见图 1)。

 

 

图 1  结构方程拟合结果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3.1  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风险资讯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均存在显

著影响效应。首先，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效

应为 0.181，并以风险感知为中介对预防行为产生的间

接效应为 0.070，总效应为 0.251。其次，风险资讯对

锻炼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效应为 0.213。在疫情初期

和常态化防控以及疫情出现反复期间，大学生通过各

种媒体获取疫情信息、了解疫情发展及整个社会应对

状况。媒体风险资讯对疫情反复态势和发现新冠变异

毒株的快速反应及报道，进一步强化了大学生对疫情

发展的主动关注，增强了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并转化为

具体的个体预防行为，这与研究报道的“疫情是一项

去地方化的社会事件，表明了疫情对全社会的无差别

辐射、动员和统合”[29]的已有结果一致。即使没有处

于疫情中心区，大学生依然具有强大的风险感知能力，

这对预防和锻炼行为坚持性也起到重要作用，即他们

通过对多种媒体风险资讯的获取与分析，调节自我应

对行为。 

3.2  搜索互动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搜索互动对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效应为 0.357，并

通过风险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预防行为，间接效

应为 0.112。疫情期间大学生身处校园这样一个人群相

对集聚环境，使得风险环境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当

风险环境和风险资讯都存在不确定性时，往往会通过

搜索引擎及其他资讯渠道获取信息，以便对信息作更

为全面的判断与分析，降低对环境感知的不确定性并

采取相应应对行为。此次问卷调查中，所有大学生均

有持续使用搜索引擎进行风险资讯的搜索行为，尤其

在出现多地散发、集聚性疫情以及新冠变异毒株时，

具有通过多媒介风险资讯搜索和进行分析的日常行为

习惯。 

大学生作为社交活跃群体，对微信的使用尤为频

繁。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使用微信更多用于社交而

非获取疫情风险资讯，在日常社交媒体使用中风险资

讯成为交流主题的一部分。Scherer 和 Cho 在 Burt 的传

染网络理论基础上，提出风险感知的社会网络传染理

论。该理论假设存在风险感知网络，即共享或创造相

似风险感知个体的关系分组。通过这种方式，频繁接

触个体分享相似的信息、态度、情感和性格，并对健

康预防行为起重要影响作用[30]。Morton 等[31]在关于健

康风险资讯传播对于阅听人风险感知的研究中发现，

大众传媒与人际网络作为风险感知的影响源相互依赖

并发挥作用，而本研究结果与这些研究均较为一致。

通过模型路径与效应分析还发现，大学生的搜索互动

对风险感知的易感性、严重性、患病担忧有显著正向

影响效应，并通过这些风险感知变量的评估对预防行

为起作用。但搜索互动对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没有

显著性，这可能与锻炼行为是大学生原有的生活习惯，

而在以疫情风险资讯和风险感知的中心话题交流中处

于边缘有关。 

3.3  媒体信任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 

媒体信任通过两条路径影响大学生预防行为坚持

性。第 1 条路径是媒体信任对锻炼行为坚持性起显著

的直接影响作用，直接效应为 0.888。第 2 条路径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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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感为中介间接影响预防行为坚持性，间接效应为

-0.361。两条路径对预防行为坚持性影响的总效应为

0.527。媒体信任对控制感的直接效应为 0.825，并通

过控制感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锻炼行为坚持性，间接

效应为 0.391。此结果说明在社会背景因素中，媒体信

任对大学生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作用很

大。媒体可信度通常分为信源可信度、媒介可信度、

资讯可信度 3 类。在风险社会中的媒体，尤其是主流

媒体是大众最信任的媒体，人们对信息的信任程度是

影响其态度和感知的关键[32]。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泛

与普及，传统媒体依托互联网的发展，经过最近 10

年的媒介融合过程已形成“三微一端”(微信、微博、

微视频以及客户端)全覆盖的融媒体格局，不仅在技术

手段上与“新媒体”同步发展，而且内容和质量的权

威性、影响力的地位与作用更是不可取代。在此次问

卷调查中，大学生信任媒体排名最高的前 3 位分别是

“中央媒体”“电视广播”“新闻门户网站”；信任程度

最低的分别是“自媒体”“非专业公众号”“微博大 V”，

说明大学生在风险资讯的来源与搜索过程中具有较强

的区分性及选择性，能够对风险资讯的可信程度进行

分类筛选与评估并采取行为决策。 

3.4  风险感知和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

性的影响 

风险感知在社会出现各种类型灾害以及公共卫生

事件中，被广泛研究且证实是有效的预测变量。本研

究模型结果显示，风险感知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

影响效应为 0.313，这与风险感知主要与疫情的易感

性、严重性等一系列心理过程有关，说明风险感知对

疫情预防行为的预测具有较好对应性。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坚持性的直接影响为负效应，

效应量为-0.437。控制感对风险承受和风险否认具有

重要影响，控制感越高，产生抵制应对行为(例如戴口

罩等预防行为)的可能性越低，而产生积极应对行为

(例如锻炼行为等)的可能性越高[11，33]。模型结果说明，

风险感知与控制感在预测不同类型预防行为具有不同

的方向结果。高控制感者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由于控

制感的偏倚而对预防行为不重视，或对较长时间的预

防行为感到厌倦而减少采取预防行为。另一方面，控

制感对锻炼行为的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这

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社会经济生产活动恢复正常，国

内社会大环境下的疫情比大多数国家明显趋好有关，

这些因素对大学生的控制感具有积极影响并对锻炼行

为坚持性起正向影响作用。 

控制感对预防行为双变量两个不同方向的预测结

果需要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模型仅考虑控制感对预防

行为及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影响效应时，控制感对预防

行为和锻炼行为的预测具有不同方向结果。当模型将

社会背景因素与控制感的总效应进行整体考察时，由

于媒体信任对控制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媒体信

任通过控制感对预防行为的总效应为 0.527。换言之，

媒体信任抵消了控制感对预防行为的负面影响并促进

预防行为向积极方向转化，无论是风险感知或是控制

感均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效应。因此，尽管控制感高的大学生可能倾向于采取

更少的预防行为，但常态化防控的社会背景通过媒介

途径影响大学生，大学生通过主动关注疫情资讯，表

现出更高的社会配合意愿并采取与社会防控推荐行为

相一致的行为决策，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及疫情反复态

势下坚持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从模型综合结果来看，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典风险感知的预测模型和预测因子

更多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因此，风险感知的研

究需要拓展到社会与文化背景层面进行探讨，才能更

全面地解释与预测风险感知与行为应对的潜在机制。 

以往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或有关呼吸综合征的

研究中，通常将预防行为作为一个独立变量来考察。

预防行为是面对风险情境中一种新的、需要学习与适

应的行为，包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和减

少聚集，其作用是通过对新冠病毒的直接隔阻来减少

感染风险。锻炼行为是一种原有的生活习惯或具有体

验感的行为，其作用是通过锻炼提高个体抵御感染疾

患的能力。在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期间，生活、学习

和防控彼此融入，社会处于一种正常生活的回归状态，

因而常态化防控可能更多与原有的生活习惯相关。研

究发现，在“疫情”期间民众体育参与比例明显上升。

大学由于减少聚集和减少外出，锻炼行为也出现了增

多趋势[34]。同时，通过锻炼可以“满足个体最基本的情

感诉求，极大地缓解了疫情期个体的社会焦虑”[34]。将

疫情防控预防行为划分为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双变量

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发现社会背景因素和风险感知

对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的具体影响途径和不同

效应。基于风险感知的预测因子对这两类行为存在不

同的影响作用，从风险感知与疾控预防行为的研究延

伸而言，将疫情疾控预防行为进行合理划分，有助于

对风险感知在不同阶段对行为影响的机制、作用途径

与效应的洞察，为疫情常态化防控提供有效的预防理

论和行为策略。 

 

4  结论 
1)在互联网应用高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作为风

险感知信息源的风险资讯来源的多态性，搜索引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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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广泛性以及社交媒体的活跃性，对新冠疫情风险

感知的影响作用显著增大。 

2)风险资讯、搜索互动、媒体信任通过部分直接

路径影响大学生的预防行为和锻炼行为决策及行为应

对。此结果说明，经典风险感知的预测模型和预测因

子更多地受到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风险感知的研究

需要拓展到社会与文化背景的层面进行探讨，才能更

全面地解释与预测风险感知与行为应对的机制。 

3)媒体信任通过直接和间接的路径对大学生预防

行为和锻炼行为坚持性起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学

生总体上表现出更高的社会配合意愿并采取与社会防

控推荐行为相一致的行为决策。  

4)风险感知越高，对新冠预防行为坚持性产生正

向影响效应就越大。控制感越高，不管是主观偏倚或

客观评估，对预防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影响效应，对锻

炼行为的坚持性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提示在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情况下，需要在行为策略上提供更

科学的细分分类指导。 

5)将疫情防控预防行为划分为预防行为和锻炼行

为双变量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发现社会背景因素和

风险感知对双变量的影响途径和不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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